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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预算绩效管理是优化财政资金使用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关键工具,在公共管理中占据重要地位。 基于浙

江省 66 个区县 2017—2023 年的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实践,运用随机前沿模型评估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对公共

服务产出效率的实际影响,并从财政监管能力、政府透明度和互联网服务能力 3 个维度探究其调节作用。 结果

表明:(1)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显著提升了公共服务产出效率;(2)财政监管能力、政府透明度和互联网服务

能力对上述改革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3)在经济后果方面,改革实施后,教育领域

公共服务产出效率的提升增强了地区创新水平。 研究结果为深入理解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实施效果提供

了经验证据,为我国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深化及后续改革完善提供了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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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comprehensive budg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reform on public service output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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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key tool to optimize the use of financial funds and the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s, budg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ublic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budg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reform
practice of 66 districts and coun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from 2017 to 2023, this paper applies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ing to assess the actual impact of the reform on public service output efficiency. Further, it explor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in three dimensions: fiscal regulatory,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and Internet service capac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omprehensive budg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reform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public

service output efficiency. ( 2 ) Fiscal regulatory capacity,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and Internet service capacity
positively moderated the above reform effects, and have significant threshold effects. ( 3 ) In terms of economic

consequence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the improvement of public service output efficiency in the fiel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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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enhanced the level of regional innova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reform’s effects, which provides important insights into the improvement of subsequent reforms and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budg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ystem.

Key words:public system reform; output efficiency; budg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预算绩效管理,因其在提升财政支出效率、加
强公共问责机制方面的显著成效而受到广泛关

注[1]。 该理念兴于 20 世纪 80 年代新公共管理运

动,各国政府为应对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将绩效

理念引入预算管理体系。 我国预算绩效管理正式

探索始于 2000 年财政部预算编制改革领导小组的

成立,后在 2003 年正式提出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

系,标志着预算绩效管理在国家层面正式启动。
在近 20 年的改革中,我国在结合西方经验与自身

国情的基础上,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预算

绩效管理体系。 直至 2018 年《关于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的颁布,开
启了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进程。 2021 年,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

见》提出要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表明我国

预算绩效管理已从制度建立转向质量提升阶段。
但是改革实施的成效在地区间仍呈现显著差

异[2],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财政运行将长期处

于紧平衡状态,叠加预算管理中的统筹不足等深

层问题,使财政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可持续性面临

挑战。 如何释放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预期能

效,切实提升公共部门产出效率,已成为政府亟待

解决的难题。
“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其核心在于“全面性”

与“绩效导向”,将绩效管理的思想贯穿于预算编

制、执行、监督及评价各环节,形成全方位、全过

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3]。 较于传统的、
局部的预算绩效管理,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凭借完

善的管理框架、贯穿始终的管理链条与全覆盖面

的管理体系,推动了财政资金的优化配置。 然而,
其是否切实提升了公共服务产出效率? 在何种环

境下才能有效提升公共服务产出效率? 此类问题

尚未得到充分探讨。
此外,浙江省在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领先地

位,使其颇具研究价值,并为研究提供了数据支

撑。 该省自 2003 年开始探索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至 2008 年初步建立规范化的制度体系,并在 2009
年起将工作重心转向预算绩效管理。 浙江省委、
省政府于 2018 年年底率先出台全面落实预算绩效

管理的实施意见。 自 2019 年以来,浙江省各级财

政部门以绩效为财政管理生命线,深入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三年行动计划,加快构建促进高质量发

展的绩效制度体系。
据此,本文基于 2017—2023 年浙江省 66 个区

县的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实践数据,运用随机前沿

模型检验了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对公共服务产

出效率的影响。 同时,考察财政监管能力、政府透

明度和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等政府治理的关键环

境因素在改革影响公共服务产出效率中所起的调

节作用及门槛效应,并进一步探讨了改革影响公

共服务产出效率的经济后果。 本文研究贡献包含

以下几个方面:①以定量方法实证检验全面预算

绩效管理改革对公共服务产出效率的影响,为其

政策效应提供了量化支撑;②揭示了财政监管能

力、政府透明度和互联网服务能力在改革影响公

共服务产出效率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及其门槛效

应,有助于深化对改革复杂作用机制的理解,丰富

了对于政策效能情境依赖性的学术探讨;③从教

育领域验证了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对公共服务

产出效率影响作用的经济后果,深化了全面预算

绩效管理改革的后续影响研究,对指导我国未来

预算绩效体制的完善具有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文献回顾

1. 预算绩效管理与公共管理中的“大问题”
著名公共管理学者 Behn [4]曾提出公共管理领

域的三大问题:绩效测量、微观管理和激励约束。 而

预算绩效管理,对这 3 个问题具有制度性回应。
(1)预算绩效管理与绩效测量

绩效测量作为预算绩效管理的关键环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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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量化评估公共项目的执行进度。 在测量方法层

面,现有文献区分了主观评估与客观评估两种方

法[5],理想的预算绩效管理实践倡导两种方法的

互补性融合,将绩效信息嵌入财政资源配置决

策[6],从而强化项目绩效与预算分配间的因果关

联,提升财政资源使用效能。 在测量技术方面,马
蔡琛等[7]提出要将基线筹划融入预算编制过程,
强化成本效益分析,并制定统一的公共部门产出

成本核算指南,为预算决策提供数据基础与方法

支撑。
(2)预算绩效管理与微观管理

公共部门微观管理是对组织内部具体事务进

行细致、紧密的督导。 然而,在多数研究中,其常

被认为会因过于烦琐的规则而抑制组织的创新活

力[8]。 预算绩效管理则从两方面解答这一难题。
一是缓解信任问题,通过明确绩效目标、透明管理

与高效使用绩效信息,降低部门间的信息不对称

性;二是优化内部管理,增强“绩效导向”意识,向
一线管理者赋予更为充分的授权,避免过度的“合
规控制”,即强调在预算绩效管理中对“合规控制”
和“绩效导向”做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于海峰等[9] 则支持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有效性,
有助于改善公共部门内部的微观管理。

(3)预算绩效管理与激励约束

预算绩效管理将激励约束机制作为构建预算

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机制的重要基础[10],通过设立

绩效指标与评价标准,对各级政府及公职人员的

表现进行量化评估,并据此实施差异化的奖惩措

施。 在激励效应上,将绩效评价结果与公职人员

的职业晋升、薪酬等切身利益相挂钩,促使他们更

注重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率与效益。 在约束层面,
通过深化问责机制,对未达绩效目标的主体实施

相应的惩戒,强化公职人员的责任意识与风险意

识,有效遏制预算执行中的违规行为与低效现象。
2. 公共服务产出视角下的预算绩效管理

(1)公共服务产出效率及其衡量

公共服务产出效率作为公共部门直接服务成

果的量化表征,其本质在于资源转化与服务质量

的协同优化。 学界普遍认为其是一个综合性指

标,应考虑成本和产出两方面[11]。 成本部分即项

目的使用资金,但公共服务产出形式多样且可能

存在滞后性。 就目前而言,技术成本效率作为衡

量公共服务产出效率的关键指标,已获得了广泛

的学术共识与实践应用。 这一指标体现了公共资

源配置的合理性与高效性,量化表达了服务产出

与所投入之间的比例关系[12]。
(2) 预算绩效管理对公共服务产出效率的

影响

关于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效果,多数文献都

反映了其正向作用,主要涵盖以下 3 个方面:一是

财政可持续性提升,包括改善城市财政健康水

平[13]、缓解地方财政压力[14];二是治理效能优化,
通过提升财政支出效率与行政成本控制增强政府

治理效率[9];三是驱动经济发展,促进区域高质量

发展[15]。
但仍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譬如卓越等[16] 指

出预算绩效管理在实践中存在形式主义,内在实

质内容执行薄弱。 而且,其常表现为一个孤立的

管理工具,未能有效融入公共治理体系,对公共机

构运作效率的提升并未起到显著作用[17]。 故此,
Smith 等[18]认为预算绩效管理的有效性会受实施

地区、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判断其对公共服务产出

效率的实际贡献需基于具体情境进行考量。
总体而言,预算绩效管理与公共管理领域的

三大问题相呼应,而我国学者对其的研究主要在

于对国外经验的总结与借鉴、优化我国预算绩效

管理机制等方面,少有学者关注预算绩效管理改

革最本质的目的,不管是优化政府管理,还是完善

激励约束机制,都是围绕提高公共服务产出效率

展开的。 为此,本文以定量分析探讨全面预算绩

效管理改革对公共服务产出效率的影响存在较大

的研究空间,对我国未来财政体制改革的发展具

有实践意义。
(二)假设提出

《意见》强调,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作为深

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环,重点在于构建“全方

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其中,
政府、部门和单位、政策和项目的支出预算均被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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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绩效管理,以全面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在

政府层面,强调收入实事求是、支出量力而行,聚
焦国家重大战略与民生改善,严禁虚增收入、违规

举债,确保财政可持续;在部门和单位层面,予以

更高管理权,注重既定目标,从成本、效率等多维

度评价绩效情况,在政策和项目层面,对项目实行

全周期跟踪与动态调整,及时清理并终止低效政

策与项目。
全面预算绩效管理体系覆盖了项目实施前、

中、后全过程。 事前,对公共项目开展事前评估,
重点评估立项可行性。 事中,强化绩效目标管理,
细化绩效指标,将绩效目标与预算同步批复下达,
监控预算项目的执行,保障绩效目标顺利实现。
事后,开展绩效评价,结合自评与外部评价,全面

评价预算执行及项目施效果,增强绩效信息的有

效使用,以改善预算决策,促进整体行政绩效与公

共服务水平的提升。
基于预算绩效信息与评价结果,改革还深化

了问责机制,确保每一笔公共资金的支出都能得

到严格的审视与评价。 同时,通过评价结果公开,
为公众打开了公共预算支出的“黑匣子” [19],增强

了公众对政府财政管理的信任,进一步激励政府

部门改进公共服务。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提升了公共服

务产出效率。
进一步地,本文基于我国国情,考察不同环境

因素的异质性影响。 随着全球数字化发展,财政

监管数字化建设已然成为顺应环境变化的必然要

求。 一方面,数字化监管平台可对预算执行与绩

效评价进行全过程监控,动态分析执行偏差与潜

在风险,并及时调整。 这有助于提升预算资金使

用效率,为行政部门高效履行职能、实现既定政策

目标奠定基础[20]。 另一方面,预算绩效管理的全

面实施是多部门相互配合的过程,监管力度不足

易出现个别部门懒政怠政而拖累整体预算绩效管

理流程的情形,而财政监管数字化建设能够推动

构建多部门协同共治的监督机制,形成监督合

力[21]。 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互联互通能够提升监

督的深度与广度,确保预算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和

效益性。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财政监管能力强的地区,全面预算绩

效管理改革对公共服务产出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

显著。
在我国超大规模预算体系下,“透明预算”建

设不仅是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技术支撑,更
是推动国家治理走向规范化的核心举措。 政府

透明度高意味着政府需主动将财政收支信息置

于公众监督下,以便社会各界能够对政府预算管

理进行全面审视。 这缓解了公共委托代理问题

带来的信息不对称性[22] ,有利于通过外部压力

激发内部改革动力,促进政府服务水平的提高。
同时,政府透明度高还能够增强其行政过程中的

责任感,提升公众信任度[23] ,形成府与社会共治

的良好局面。
此外,政府透明度的提升为跨部门间的协作

铺设了沟通桥梁。 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各部门之

间的信息不对称是导致资源使用效益不高的根源

之一。 而政府透明度的增强同样能够减少政府部

门之间的信息孤岛现象,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和

一致性[24],促进财政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之间的

信息共享与策略协同,保障资源分配过程更加科

学、合理,推动公共服务质量提高。 基于此,本文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政府透明度高的地区,全面预算绩效

管理改革对公共服务产出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

显著。
为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互联网 + 政务

服务”日益成为我国创新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方

式[1]。 在此背景下,“互联网 + 预算绩效管理”模

式应运而生[25],而地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①的

差异将直接影响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成效。
地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对预算绩效管理改

革效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互联网

服务能力强的地方政府,能更有效地依托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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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算法系统,细化预算分配与绩效管理能力;其
二,大数据技术的引入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方式从

宏观统筹向微观精细化调节转变,这既能在最大

程度上满足各主体的个性化需求,又能促进彼此

间的协调共进,推动了其共同参与预算治理体

系[26];其三,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能有效降低公共

事务决策风险,减少重大决策失误,提升政府宏观

决策质量。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4: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强的地区,全面

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对公共服务产出效率的提升作

用更加显著。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为分析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对公共服务产

出效率的影响,本文借鉴 Lampe[12]的研究思路,采
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对地方政府服务供给

的技术成本效率进行了量化估计。 具体模型为:
yit = xitβ + (vit - uit) (1)

式(1)中,yi t表示第 i 个地区 t 年财政拨款收

入;xi t表示第 i 个地区 t 年的主要公共服务产出;β
为待估参数;vi t是随机误差项;ui t为财政效率损失

项。 鉴于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便于分析及其对

经济过程解释力强,本文拟将其作为随机前沿生

产函数。 为探讨财政拨款支出技术效率的影响因

素,本文构建的模型为:
Mit = Z it × δ (2)

式(2)中,Mit为财政拨款支出技术无效率项;
Zi t为影响财政拨款支出技术效率的 P 维向量;δ 为

待估计的参数向量。 当 δ <0 时,表示该因素对财政

拨款支出技术效率有正向影响;反之,则为负向影

响。 估算财政拨款支出技术效率有“一步法”和“两
步法”。 鉴于“两步法” 中研究假设存在前后矛

盾[27],本文选择采用“一步法”。
(二)数据选择与变量说明

本文数据来自 2018—2024 年浙江省统计年鉴

及各市统计年鉴,包括除宁波地区外的浙江省 66
个市区(县),共 456 个面板数据。 在变量选择中,
由于 SFA 模型中需保证财政支出的明确性与公共

服务产出测度的清晰性,为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

性与公共服务投入产出相对应,本文缩小了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范围,遴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的教育

事业费(Edu)作为被解释变量。 借鉴 Lampe[12]的研

究,本文公共服务产出采用地方政府辖区内学校数

量( School)、学生数量 ( Student)、以及教师数量

(Teacher)来衡量。
本文在关键变量设计中引入了双重差分交互

项,并设置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Reform)、财政

监管能力(Supervise)、政府透明度(Trans)、政府互

联网服务能力( Int)、财政压力(Pressure)等变量。
其中,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Reform)变量根据地

方政府财政部门具体执行《意见》的时间点来衡

量,浙江省各市区(县)政府和财政局自《意见》出
台后纷纷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意见,但是不同的市

区(县)出台政策的时间有先后。 因此,本文将在

2019 年就出台响应政策的地区度量为全面预算绩

效管理改革积极性高的地区,Reform 取 1;在 2019
年之后响应的为改革积极性低地区,Reform 取 0。
其次,财政监管能力(Supervise)变量选自《浙江省

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报告》,“政府与社会数字

化发展”指数中“数字政府”评价数据。 政府透明

度(Trans)变量选自《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
报告中“政府透明度”指数。 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

(Int)变量,则选自《中国地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

评价》 中综合得分指数。 本文还对财政压力

(Pressure)进行了控制。 根据浙江省财政厅颁布的

“转移支付两类六档”财力分级,处于第二类(财政

压力较小,转移支付系数较低)的地区财政压力

(Pressure)取 1,反之取 0。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础回归

如表 1 所示,列(1)报告的是基本回归结果,全
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Reform)系数为 - 0. 219,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

革能够降低财政拨款支出技术无效率项,支持了假

设 1。 列(2)报告了控制财政压力(Pressure)后的回

归结果,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Reform)系数仍显

著为负。 列(3)检验了地方政府财政监管能力对

改革效应的调节作用,交互项(Supervise ×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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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0. 742,且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这表

明,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对财政监管能力强的

地区的公共服务产出效率提升更为显著,假设 2 得

以验证。 列 (4) 中,政府透明度与改革交互项

(Trans × Reform)系数显著为 - 0. 204,证实政府透

明度对改革的效率提高作用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

作用,支持了假设 3。 列(5)检验了地方政府互联

网服务能力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交互项( Int ×
Reform)系数为 - 0. 4,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这

表明,地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促进了改革对公

共服务产出效率的提升作用,验证了假设 4。
表 1　 基础回归

变量
Edu

(1) (2) (3) (4) (5)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
公共服务
产出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Constant 是 是 是 是 是

Inefficiency model

Reform -0. 219∗∗∗

( - 6. 35)
- 0. 184∗∗∗

( - 5. 40)
- 0. 160∗∗∗

( - 4. 85)
- 0. 204∗∗∗

( - 4. 54)
- 0. 148∗∗∗

( - 3. 42)
Supervise ×
Reform — — -0. 742∗∗∗

( - 8. 90)
— —

Trans × Reform — — — -0. 204∗∗∗

( - 4. 52)
—

Int × Reform — — — — -0. 400∗∗∗

( - 9. 20)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是

Constant 是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456 456 456 456 456

注:公共服务产出变量包括学生数量(Student)、学校数量(School)、
教师数量(Teacher)3 个变量;控制变量包括财政压力(Pressure),若
模型涉及交互项,则还包括交互性项中的单独项;∗∗∗、∗∗、∗分别表
示在 p < 0. 01、 p < 0. 05、 p < 0. 10 时有统计学意义,“()”内数字为
t 统计量。 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1. 细分公共服务产出变量

考虑到 SFA 模型中公共服务产出以学生数量

(Student)、学校数量(School)、教师数量(Teacher)来
衡量,范围仍较为宽泛,本文将这 3 个变量从高等教

育、中等职业教育、中学教育、小学教育、特殊教育、
幼儿教育 5 个教育阶段细化展开,以保证回归结果

的稳健性。 回归结果如表 2 中 Panel A 所示,列(1)
和列(2)中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Reform)系数分

别为 -0. 115 和 -0. 11,且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

显著,表明改革有助于降低财政拨款支出技术无效

率项,提升公共服务产出效率。 而在列(3)、列(4)、

列(5) 中,交互项 ( Supervise × Reform)、 ( Trans ×
Reform)、(Int × Reform)的系数分别在 1%、5%、1%
的水平上显著为 - 0. 273、 - 0. 071、 - 0. 194。 这表

明财政监管能力越强、政府透明度越高、政府互联网

服务能力越强的地方政府,改革提升公共服务产

出效率的作用越大。 由此,上述结论保持稳健。
2. 被解释变量向前一期

考虑到当年的财政拨款支出与公共服务产出

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而导致估计财政拨款支

出技术无效率项时出现偏差,本文对教育事业费

(Edu)采用向前一期回归,即用下一年数据替代当

期重新进行估计。 回归结果如表 2 中 Panel B 所

示,列(1)和列(2)中,解释变量全面预算绩效管理

改革(Reform)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
这表明,改革降低了技术无效率项,提高了公共服

务产出效率。 而在列(3)、列(4)、列(5)中,交互

项(Supervise × Reform)、( Trans × Reform)、 ( Int ×
Reform)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 这表

明,地方政府财政监管能力越强、透明度越高、互
联网服务能力越高,则改革对其产出效率的提升

作用更强,与基础回归结果一致。
3. 删除异常年份数据

在数据分析中,2020 年的教育事业费(Edu)
显著低于其前后两年的金额,这很可能是受新冠

疫情影响。 疫情始于 2019 年年末,2020 年正是防

治的关键时期,更多的财政资金向医疗卫生部门

倾斜,导致教育事业费投入相对减少。 为了避免

异常年份数据对分析结果产生偏差,本文将删除

2020 年的数据,重新进行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如

表 2 中 Panel C 所示,列(1)和列(2)中,解释变量

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Reform)的系数为负,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改革降低了技术无效率

项,有利于公共服务产出效率的提升。 而在列

(3)、列(4)、列(5)中,交互项(Supervise × Reform)、
(Trans × Reform)、( Int × Reform)均与技术无效率

项在 1%的显著水平上呈负相关。 这表明,地方政

府财政监管能力越强、透明度越高、互联网服务能

力越高,改革对公共服务产出效率的促进效应越

强,与上文结论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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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稳健性检验

变量
Edu

(1) (2) (3) (4) (5)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
公共服务
产出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Constant 是 是 是 是 是

Inefficiency model
Panel A:细分公共服务产出变量

Reform -0. 115∗∗∗

( - 4. 96)
- 0. 110∗∗∗

( - 4. 66)
- 0. 108∗∗∗

( - 4. 53)
- 0. 155

( - 1. 01)
- 0. 070∗∗

( - 2. 34)
Supervise ×
Reform — — -0. 273∗∗∗

( - 4. 47)
— —

Trans × Reform — — — -0. 071∗∗

( - 2. 03)
—

Int × Reform — — — — -0. 194∗∗∗

( - 6. 31)
Panel B:被解释变量向前一期

Reform -0. 236∗∗∗

( - 6. 32)
- 0. 194∗∗∗

( - 5. 28)
- 0. 248∗∗∗

( - 5. 95)
- 0. 214∗∗∗

( - 4. 31)
- 0. 161∗∗∗

( - 3. 62)
Supervise ×
Reform — — -0. 279∗∗∗

( - 4. 75)
— —

Trans × Reform — — — -0. 208∗∗∗

( - 4. 32)
—

Int × Reform — — — — -0. 397∗∗∗

( - 8. 53)

Panel C:删除异常年份数据

Reform -0. 210∗∗∗

( - 5. 69)
- 0. 175∗∗∗

( - 4. 83)
- 0. 152∗∗∗

( - 4. 29)
- 0. 184∗∗∗

( - 3. 79)
- 0. 137∗∗∗

( - 3. 22)
Supervise ×
Reform — — -0. 716∗∗∗

( - 8. 06)
— —

Trans × Reform — — — -0. 179∗∗∗

( - 3. 71)
—

Int × Reform — — — — -0. 444∗∗∗

( - 9. 66)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是

Constant 是 是 是 是 是

四、进一步分析

(一)门槛回归分析

由于交互项检验未考虑到全面预算绩效管理

改革的效应可能是非线性的。 故此,本文将进一

步检验调节作用的门槛效应。 门槛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门槛变量为财政监管能力时,门槛区间

Supervise≤60、60 < Supervise≤90 和 Supervise > 90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 0. 202、 - 0. 232 和 - 0. 213,
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这说明,公共部门高水平

的财政监管能力对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提升公

共服务产出效率的作用显著。
门槛变量为政府透明度时,门槛区间 Trans≤

65. 07,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门槛区间为 65. 07 <
Trans≤73. 13、73. 13 <Trans≤81. 64、Trans > 81. 64,这
样才能够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且其回归系数分别

为 - 0. 206、 - 0. 273、 - 0. 213。 这说明,只有当政

府透明度高于 65. 07 时,才能使全面预算绩效管理

改革对公共服务产出效率的提升起到显著促进作

用,而且越过门槛值 73. 13 时,政府透明度对改革

效应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强。 超过门槛值 81. 64 时,
可能由于边际效益递减,调节作用有所下降,但仍

然显著。
门槛变量为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时,门槛区

间 Int≤63. 5,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门槛区间为

63. 5 < Int≤82. 9、Int > 82. 9,才能够在 1% 的水平

上显著,且其回归系数分别为 - 0. 185、 - 0. 236,这
意味着只有当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大于 63. 5 时,
才能够促进技术无效率项的降低,正向调节全面

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对公共服务产出效率的提升作

用,而当其超过门槛值 82. 9 时,调节作用更大。
表 3　 门槛模型参数估计

门槛变量 门槛区间 回归系数

财政监管能力
(Supervise)

Reform·1
(Supervise≤60)

- 0. 202∗∗∗

( - 5. 62)
Reform·1

(60 < Supervise≤90)
- 0. 232∗∗∗

( - 3. 35)
Reform·1

(Supervise > 90)
- 0. 213∗∗

( - 2. 32)

政府透明度
(Trans)

Reform·1
(Trans≤65. 07)

- 0. 684
( - 0. 59)

Reform·1
(65. 07 < Trans≤73. 13)

- 0. 206∗∗∗

( - 3. 53)
Reform·1

(73. 13 < Trans≤81. 64)
- 0. 273∗∗∗

( - 5. 05)
Reform·1

(Trans > 81. 64)
- 0. 213∗∗∗

( - 3. 47)

政府互联网
服务能力
( Int)

Reform·1
( Int≤63. 5)

- 0. 542
( - 0. 23)

Reform·1
(63. 5 < Int≤82. 9)

- 0. 185∗∗∗

( - 4. 66)
Reform·1

( Int > 82. 9)
- 0. 236∗∗∗

( - 4. 21)

(二)经济后果分析

本文具体研究了教育领域的财政投入与产出,
发现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能够提高公共服务产出

效率。 理论上,教育领域公共产出效率的提升有助

于人才培养、人力资本的积累与优化,而人力资本作

为创新活动的核心要素,能够促进地区创新水平的

提升[28]。 由此,本文推测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在

促进教育领域公共服务产出效率后,能够进一步提

高地区创新水平。 为检验上述经济后果,本文利用

SFA 模型估计了财政拨款支出技术无效率项,为便

于理解,取其负数(Ute)与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

(Reform)构造交乘项(Ute × Reform) 作为解释变

量。 在创新水平方面,以往研究聚焦于用专利数

据衡量创新水平,但仅用专利数量衡量会忽视不

同专利间的价值差异[29]。 故此,本文将从专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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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与数量两个维度衡量创新水平。 专利质量上,
参照马凌远等[29]的研究采用《中国城市和产业创

新力报告》中的城市创新指数(Quality),该指数基

于每年所授权发明专利的价值计算而成。 专利数量

上,与质量指标对应,本文采用该地区每年发明专利

授权数量(Quantity)。 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交乘

项(Ute × Reform)对地区创新质量(Quality)与数量

(Quantity)分别在 5%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
表明由改革引起的教育领域公共服务产出效率的

提高,将促进地区创新水平。
表 4　 经济后果分析

变量
(1) (2)

Quality Quantity

Ute × Reform 23. 856∗∗

(2. 11)
6. 264∗∗∗

(4. 72)
控制变量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Constant 是 是

Observations 456 456
R2 0. 996 0. 239

五、研究结论

本文以浙江省 2017—2023 年 66 个区县的面

板数据,定量研究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对公共

服务产出效率的真实影响,从财政监管能力、政
府透明度和互联网服务能力的角度研究全面预

算绩效管理改革对公共部门产出效率影响的异

质性效果,并进一步探讨其经济后果。 研究结论

如下:①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提升了公共服务

产出效率;②财政监管能力、政府透明度以及互

联网服务能力均能正向调节全面预算绩效管理

改革对公共服务产出效率促进作用,并存在显著

的门槛效应;③就教育领域而言,全面预算绩效

管理改革有助于提高产出效率,并进一步促进地

区的创新水平。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的参考价值在于以下

几点。
(1)为深化预算改革提供关键实证支撑,夯实

社会发展的制度保障。 本文验证了全面预算绩效

管理改革能够提升公共服务产出效率,为各级政

府深化改革提供了实证依据。 针对当前改革面临

的挑战,政府需以优化公共服务为核心导向,持续

完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一方面,应细化绩效管理

制度框架,将公共服务需求纳入预算目标的核心

维度,确保财政资源分配与民生痛点、社会公共利

益诉求形成动态匹配;另一方面,强化预算执行的

全流程监督与动态评估,通过建立“绩效目标—执

行监控—结果应用”的闭环机制,促进公共服务质

量提升。
(2)指明改革效能提升的关键路径,推动社会

治理能力的均衡化发展。 财政监管能力、政府透

明度与互联网服务能力对改革效能的调节作用,
揭示了改革成效与实施环境、政府治理基础能力

的关联性,为破解区域公共服务发展不均衡难题

提供了路径。 政策制定者需立足社会治理目标,
考虑改革政策执行环境,将基础能力建设与改革

推进同步部署。 其一,通过专业化财政监管体系

的构建,强化对公共资金使用的全链条管控,确保

财政投入转化为民生福祉的增量;其二,以提升政

府透明度为抓手,推动公共服务决策、执行、结果

的全流程公开,构建“政府—社会”协同共治的良

性互动机制;其三,加强互联网服务能力升级,打
破公共服务供给的时空壁垒,提升公共服务普惠

性,尤其为偏远地区、弱势群体提供均等化的公共

服务获取渠道。 同时,针对能力 “门槛” 效应,需
优先保障薄弱地区政策执行环境达标,避免因资

源分散导致改革红利分配失衡,最终通过区域治

理能力的均衡提升,缩小公共服务差距,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的实现。
(3)揭示改革的战略性经济价值,聚焦重点领

域精准施策。 本文在教育领域发现的改革对地区

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将预算绩效管理从传统的

“节流增效”工具,提升为服务于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的重要支撑,形成“公共服务优化—社会生产力

提升—发展成果共享”的正向循环。 为政府优先

选择重点领域进行改革深化和资源倾斜,最大化

其经济与社会综合效益提供了明确方向。 这将预

算改革的效能延伸至社会发展维度,既服务于国

家创新竞争力提升等战略目标,又通过优化公共

服务产出改善民生,助力形成全民共享发展成果

的良性循环,为实现共同富裕与可持续发展提供

持久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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